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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氣汙染對民眾生活品質的威脅日益嚴重，對於人體健康的危害甚鉅。大學生是未

來世界的準公民，對於政府未來的決策有當然決定權。因此，本研究是藉由大學生空氣

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之結構模式分析，探究820名大學生在「細懸浮微粒(Fine Particulate 
Matter	≤	2.5	μm, PM2.5)科學知識」、「科學參與」、「自然連結」、「幸福感」，以及

五大風險論點(「相對風險」、「預防優先」、「無法做決策」、「風險不大」與「利弊

權衡」)對於「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的關連性。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在「PM2.5

科學知識」、「自然連結」均與風險論點中的「預防優先」產生正向關連，與「風險不

大」、「相對風險」呈現負向關連，亦即大學生的科學知識越高、與自然的關係越緊密，

越有可能對空氣汙染採預防的態度。「幸福感」與「風險不大」的風險論點有正向關連，

驗證生活中越感幸福的學生，對於人生中的風險視為必然且危害不大的假設。「空氣汙

染防制政策支持度」僅與「預防優先」論點成正向關連，而此論點也與「PM2.5科學知

識」、「自然連結」成正向關連。本研究的發現可提供給高等教育的科學及環境教育的教

學實務與學術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空氣汙染、空氣汙染防制政策、風險論點

壹、前言

空氣汙染被公認為是引起疾病的全球

風險(risk)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有193個
國家同意在2030年之前，努力達成消除貧

窮、減緩氣候變遷、促進性別平權等17項目

標，此係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然而，空氣汙染

議題卻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與SDGs的17項主

要目標、169項細項目標有相關連，其中八項

目標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可見解決空氣汙染

對於SDGs的推動亦至為重要(Longhurs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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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verard與Longhurst (2018)認為，乾淨

的空氣是全球人類共同資產，呼吸乾淨空氣

是一項普遍人權。但是，不同開發程度的國

家，對於空氣品質的管控均遇到不同程度的

問題。低度開發國家，產生的空氣汙染相對

較少，卻要為高度開發國家經濟與工業發展

所製造的空氣汙染，共同承擔跨域的風險危

害。因此，空氣汙染不再是單一個人或單一

國家所遭遇的問題，它是攸關全人類共同生

活與身體健康的全球性重要議題。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全球城市環境空氣汙染數據庫資料顯示，

居住在有監測空氣汙染城市地區的人們，

80%以上的空氣品質標準超過了WHO的標準

(WHO, 2016)。研究更進一步顯示，當空氣汙

染增加時，死亡人數也會增加，預估到2050
年，室外空氣汙染將造成過早死亡率快速成

長。然而，提高民眾空氣汙染意識是減少

空氣汙染及改善人們健康的重要一步(Health 
Effects	 Institute,	2017;	Lim	et	al.,	2012)。世

界各地許多大城市正面臨嚴重的環境汙染挑

戰，其中亦包括大量的空氣汙染排放(Gurjar 
&	Lelieveld,	2005;	Molina	&	Molina,	2004)。大

城市往往是全球性的空氣汙染風險地區，城

市居民容易受到空氣汙染而導致健康危害，

因此，需要估計這種風險，以提高全球大城

市生活的永續發展性(Gurjar,	Butler,	Lawrence,	
& Lelieveld, 2008; Molina & Molina)。WHO於

2018年對空氣汙染發表了相關數據及資訊，

指出空氣汙染是影響健康的主要環境風險，

室內和室外(環境)空氣汙染是已開發國家和開

發中國家國民的主要環境健康問題，每年有

430萬人因室內空氣汙染引起的疾病而死亡，

有370萬人因室外(環境)空氣汙染而死亡，花

費社會成本極高，而這些過早死亡人口中約

88%發生在中低收入所得國家。亦有研究發

現環境中空氣汙染、化學汙染和土壤汙染，

以及工業、礦業、發電、機械化農業和石油

動力車輛產生的汙染也日益嚴重，中低收入

國家最為明顯(Landrigan, 2017)。

根據臺灣衛生福利部公告2017年國人

十大死因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多數直接或間

接與空氣汙染有關，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瞭

解空氣汙染造成的傷害不容小覷(衛生福利

部，2020)。空氣品質檢測，是依照空氣中

汙染物質來進行估算，如主要氣狀汙染物：

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一氧化氮

(NO)、臭氧(O3)，顆粒汙染物(細懸浮微粒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	2.5	μm, PM2.5)、PM10 
(Al-Janabi,	Mohammad,	&	Al-Sultan,	2020)。
本研究是以常見的PM為主要探究因素。PM
是泛指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顆粒或液滴，其

顆粒大小、組成成分對健康的危害與致癌性

有關。但是，因其直徑微小、肉眼難以辨

識，增大防範的困難度，其中又以顆粒直徑

小於或等於2.5	μm的懸浮微粒，即為PM2.5最

為常見(Valavanidis, Fiotakis, & Vlachogianni, 
2008)。研究發現臺灣PM2.5的汙染以秋、冬和

春季較為嚴重，相形之下夏季受到的影響較

為輕微。此外，地理上臺灣本島則以西部與

中南部之汙染狀況較東部與北部嚴重，中南

部因為較多工廠與發電廠的空氣汙染排放，

使得其PM2.5的汙染程度較高(謝瑞豪、李睿

桓、詹長權，2016)。

根據研究顯示，經PM2.5空氣品質監測

結果分析，高雄市自2014 ~ 2016年與其他五

都直轄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與臺南市)相比，其空氣品質指數(Air	Quality	
Index, AQI)達空氣品質不良(AQI > 100)的情

況為直轄市中之冠，且造成空氣品質不良之

指標汙染物以PM2.5為主。在全國76個空氣品

質監測站中，高雄市左營區測站2016年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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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及年平均濃度排名最高。若以24小時值

大於35	µg/m3之天數，高雄市全年近四分之

一以上的天數易出現高濃度事件，且多集中

秋、冬兩季；若以AQI值在151	~	200，對所

有族群不良等級來看，則有高達近十分之一

的日數會出現。所以，對高雄地區的民眾而

言，瞭解空氣汙染及PM2.5汙染對當地居民健

康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議題(王晴畇，2017)。

隨著新聞媒體對空氣汙染報導篇幅與日

俱增，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每呼吸一口不潔空

氣就可能會對身體增加危害風險，但是空氣汙

染不只是環保問題，還隱含著很多社會、經濟

問題等。除了政府防範措施訂定之外，民眾也

應該為自己的健康呼吸爭一口氣。多數關於空

氣汙染甚至環境汙染的研究，多以中小學生及

當地居民為探究對象(莊英慧、熊召弟、耿筱

曾、甘漢銧，2007；謝佳諺，2020；羅美倫，

2017)，而較少以大學生為主。現今全球的

大學生，正面臨新一波人流(people	flow)的衝

擊，國界的觀念逐漸被打破，全球化的浪潮是

新一代大學生迫切面對的嶄新議題，例如：食

物、土地、環境、人口、道德等全球性社會與

體制問題。在這樣的劇變中，以大學生為主的

研究就更為重要，相關研究結果，也可供公民

行動取向的課程規劃，歐洲先進國家也多賦予

學生全球公民行動與思考的知能與機會(陳淑

敏，2016)。藉由這群年輕且有政策投票權的

學生，將給予未來世界更多元的選擇機會。

研究指出受過更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認識

到空氣汙染造成的負面健康影響，且個人更

可能對空氣汙染表示擔憂，這意味著他們對

空氣汙染的影響更敏感(Badland & Duncan, 
2009)。

綜上所述，研究者選取的研究對象

為南部某國立大學學生，旨在探討學生之

「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與「PM2.5科

學知識」、「科學參與」、「自然連結」

(interconnectedness to nature)、「幸福感」

(well-being)與五項風險論點的關連性，並以

量化分析方法，探究不同變項之間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為藉由建構一個理論模型，

探討「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PM2.5

科學知識」、「科學參與」、「自然連

結」、「幸福感」及五大風險論點之間的關

係，將於本章中分別介紹與上述要素相關的

文獻。

一、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

當全球環境因為溫室受到影響，全球環

境政策就變得非常重要，WHO將空氣汙染

描述為全球最大的環境健康威脅，據WHO 
(2020)估計，環境空氣汙染每年導致420萬人

過早死亡。許多癌症也與空氣汙染直接或間

接相關，而肺癌是全球最常被診斷的癌症，

2018年全球估計有210萬新病例和180萬例死

亡，占所有新診斷出癌症的11.6%和占所有

癌症死亡的18.4%	(Turner	et	al.,	2020;	WHO,	
2018)，在聞癌色變的今日，沒有人能勇於

忽視影響健康的議題。但是，由於工業、發

電、運輸和家庭焚燒的排放，全球大多數人

口仍居住在空氣汙染嚴重的地方，遠遠超過

了WHO基於健康的空氣品質準則。因此，有

效的空氣汙染防制政策與獲得民眾支持就更

為重要。SDGs是給政策制定提供很好的思

考方向。Elder與Zusman (2016)提出空氣汙染

與SDGs之間的能源問題(「可負擔的潔淨能

源」)、工業問題(「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負責任的消費

與生產」)與運輸問題(「永續城市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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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因為燃煤發電、老舊運輸車輛、高

汙染工業製程均會造成空氣品質下降，間接

或直接地對生活品質產生衝擊如環境危害

(「潔淨水與衛生」、「氣候行動」、「陸域

生命」)，糧食危機(「消除貧窮」、「消除飢

餓」)及健康危害(「良好的健康與福祉」、

「性別平等」、「減少不平等」)，而「優質

教育」目標，有助於瞭解空氣汙染來源與解

決方案，「永續城市與社區」目標則直接與

整個空氣汙染議題相關。由於空氣中PM、溫

室氣體加劇對環境危害，不僅危及身體的健

康並因為勞動力下降與氣候條件變異，造成

農業產能下降引發農業經濟與糧食的問題，

所以希冀能透過教育影響大家對空氣汙染問

題的瞭解與關注，共同為架構永續生存環境

努力。此外，Lode, Schönberger與Toussaint	
(2016)亦將SDGs視為全球對抗空氣汙染的機

會。在17項SDGs中，有10個與空氣汙染有

關，超過了總體目標數目的一半以上，足見

空氣汙染問題的重要。

若從國家政策層面來看空氣汙染所衍生

的各類問題，可發現，在經濟政策議題中，

各國因為空氣汙染所造成的隱形成本很高，

包括最直接的醫療成本及因為疾病所造成的

生產力損失、作物損失等。工業排放、發電

與運輸所造成的空氣汙染衍生的成本增加，

再者空氣汙染源與排放，多在經濟弱勢區域

周邊居多，高級住宅區反而不易見到，對老

年人、低經濟收入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受

到威脅也最大。在社會政策議題中，低收入

者因為經濟條件不佳，行動上多以大眾運輸

工具為主，產生的空氣汙染不多，但是，所

受到的空氣汙染風險卻比其他人多，因為居

住的地區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空氣汙染源，空

氣汙染對作物的危害、減產，也會牽動社

會糧食資源的問題，低收入者也會有營養

不良、生病等風險(Longhurst	 et	 al.,	2018)。

因此，若能配合有效的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

持，讓人得以呼吸乾淨的空氣，也是實現

SDGs的積極貢獻。

政府的政策有時均需要棒子(施壓)與蘿

蔔(施惠)兩種策略並用，以臺灣空氣汙染政

策為例，政府提供經費改善發電設施，以及

一、二期柴油大貨車、二行程機車、鍋爐汰

換。另一方面積極稽核施工中營建工程、取

締露天燃燒與加強汽機車定期排氣檢驗等

積極防制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2021a)。這些政策需要不斷的與民眾進行溝

通，尋求支持。

在選擇氣候政策時應考慮幾個關鍵標

準。首先，政策應該是有效和高效的，以便

用最低的社會成本達到氣體排放標準。其

次，政策應該在政治上可被接受，而不會引

起強烈反對，從而使其順利實施且具持久

性(Goulder	&	Parry,	2008)。人們對環境保護

和政策的支持，往往不是由他們的信念和

對其嚴重性的擔憂影響所決定的，信任與支

持度的關係遠超過信念和關注。公眾對環

境政策的積極關注和標準性，其支持度差

距，主要是由於缺乏信任，特別是政治信任

(Fairbrother,	Janssen,	Antony,	Tucker,	&	Young,	
2016)。人們如果對實施政策的人產生信任，

則他們更有可能會支持政策。研究顯示，認

為人們不太可能支持每一種政策，像是稅收

或補貼，如果他們認為其政策不值得信任，

他們可能忽視這些政策(Harring, 2016; Harring 
&	Jagers,	2018)。

環境保護政策中較多為強制性的政策，

通常包括法規限制排放量或特殊要求的技

術，以及碳稅針對排放單位進行收費。較少

的強制性政策包括自願措施，如：教育計

畫和購買低碳技術的補貼(Goulder	&	Parry,	
2008)。雖然，碳稅通常被認為更有效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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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減少排放，實證研究表明它們往往是最

不受歡迎的環境保護政策類型(Drews	&	van	
den Bergh, 2016)。相較之下，監管和自願政

策似乎得到了相對較高的支持(Lachapelle, 
Montpetit, & Gauvin, 2014)。因此，在空氣汙

染防制政策獲得大學生的支持，需要從教育

與風險自覺的自願措施尋求認同。加拿大研

究中，認為市民對於政策支持度是決定政策

重要標準，大多數監管和自願政策得到較高

的支持(83 ~ 90%)，而碳稅則受到最多的反對

(47%)。發現大多公民支持政策的因素，包括

價值觀、信任和家庭特徵。只有少數因素與

政策類型的支持一致，包括關注氣候變化及

信任科學家(Rhodes,	Axsen,	&	Jaccard,	2017)。
美國研究指出，近年觀察到空氣汙染減少，

其原因可歸因於環境監測和研究的政策所帶

來的影響。減少汙染物對環境、社會和經濟

產生效益，凸顯了應用這些經驗解決當前關

鍵環境問題的緊迫性。這些例子強調了長期

研究和監測數據，作為環境政策中基於事實

進行決策的重要作用(Sullivan, 1994)。

臺灣目前的空氣汙染政策是於2017年
通過「空氣汙染防制政策」，並執行「空氣

汙染防制行動方案」，同時修正《空氣汙染

防制法》，建構更完整的空氣品質管理制度

(環保署，2021a)。依照「空氣汙染防制政

策」，政府將透過推動以下14項措施多管齊

下，其中針對固定汙染源有電力設施管制、

鍋爐管制、農業廢棄物燃燒排煙管制、營建

及堆置揚塵管制、餐飲油煙管制、改變風俗

習慣、河川揚塵防制等措施。對於移動汙染

源有汰換一、二期柴油大貨車、三期柴油車

加裝濾煙器、汰除二行程機車、港區運輸管

制、提升公共運輸使用人次、提升軌道貨運

運能、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等措施。希望透

過這些政策，2019年全國各測站PM2.5紅害次

數為146次，PM2.5年平均濃度16.2	μm/m3，已

達成階段性改善目標(環保署，n.d.)。而本研

究將以臺灣空氣汙染防制政策中各項實施政

策作為，以探討大學生對於目前「空氣汙染

防制政策支持度」的關連性。

二、風險覺知論點

「風險」一詞原是從法語而來，在

1 9世紀初才以英語單字的形式首次出現

(Gabe,	 1995)，初是指人在考量將來得失之

機率後，評估下決定所付出的行為後果。

現代社會已逐漸進入風險社會，風險意義

逐漸演進為對於一種危害或危險的事前評

估(Beck, 1986/1992; Giddens, 1991)。風險

的意義來說，可發現其涵義是多重的，它

的同義字與衍生詞，至少有危險(danger)、
冒險(adventure)、命運(fate)，懷疑(doubt)等
(Crowe	&	Horn,	1967)。風險的評估，與社會

發展緊密相關，在全球化的今日，風險社會

中的風險覺知更形重要。

風險社會是Beck (1996)首先提出，其

重要意涵是在思索如何避免現代化所引發的

各種風險及危害。空氣汙染所造成的風險是

全球化的，並在人類生活中共存。本研究以

挪威學者Kolstø (2006)風險論點研究為風險

覺知主要理論依據，其研究為關於挪威當地

建設新電力線路可能增加兒童白血病的風險

研究。該研究依據學生對具有風險社會性科

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的論證模式，聚

焦於學生們的決策及知識與個人價值觀之間

的相互作用時所採用的論點，將學生分為五

種類型，每一論證類型都依據特定的案例、

參考數據資料、主張特定的論點描述，此五

大類依序分別為：(一)「相對風險」(relative 
risk)：與我們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的事物相比

較，關注於造成傷害的相對強度與發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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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相對可能性的科學資訊，如果要減少風

險時，也會關注成本與成效的比例。這樣的

價值觀使得風險相對小的問題會在討論中消

失。(二)「預防優先」(precautionary)：在權

衡風險與各種效益時，使用預防性的原則並

且最優先考慮各種傷害的風險。造成傷害強

度或規模並不重要，只要知道研究報告發現

任何風險的增加都會引發「安全第一」的原

則。(三)「無法做決策」(uncertainty)：在討

論過程中科學意見產生分歧所造成的問題，

研究人員間缺乏共識是最關鍵的原因。然而

社會性科學議題多半都具有「缺乏共識」的

特性，使得選擇這類型的人無法做決定。

(四)「風險不大」(small risk)：生命的本質中

本來就充滿了許多小風險，並不需要為此擔

心，這種論點會使用風險估計的資訊，由於

不覺得傷害等風險需要被關注，因此經濟或

其他的可能性將會影響選擇這類型的人對議

題的決策。這樣的觀點非常類似於拒絕將這

個議題當成值得考慮的問題。(五)「利弊權

衡」(pros and cons)：採納更廣泛的知識，將

各種替代方案逐一列出並在做決定前權衡所

有利弊，與「相對風險」論點相似，差別在

於「相對風險」論點不討論如何控制風險問

題。承上所述，於眾多風險覺知研究中，不

外乎是要避免或是減少其未知事件發生危害

或不利事件的發生，然而對於我們生活環境

中空氣汙染嚴重惡化的問題，在找出如何解

決或是降低其發生的風險前，更重要是瞭解

人們對於空氣汙染風險覺知的意識。Tulloch
與Lupton (2003)的研究指出，一般大眾所關

心的風險議題通常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例

如：交通事故、投資股票和房地產、失業與

社會動亂等，對於基因科技、環境生態、奈

米科技或通訊科技所可能產生的風險並不具

警覺性。換言之，在大眾對於風險清單的排

列順序中，環境科技風險的優先性並不高，

更遑論關於空氣汙染的風險。非洲肯亞的研

究中發現，當地對於空氣汙染的環境風險

最高，且認為工廠汙染對他們構成相當大的

風險危害，而對於汙染風險覺知的最重要

因素是環境意識等(Omanga, Ulmer, Berhane, 
& Gatari, 2014)。風險政策的實施成效，將

取決於對風險的原因和影響瞭解多少，如果

決策者能顧慮到大眾認知的因素和需求，那

麼大眾將會願意接受更多的合理決策(Renn, 
2004)。Kolstø研究旨在揭示，學生在有爭議

的社會科學問題上，支持他們的決策所表達

的論點中，是對學生使用知識和價值觀的見

解。案例研究顯示，學生以不同的論點看待

道德問題和涉及的科學問題、風險問題，包

含「相對風險」、「預防優先」、「無法做

決策」、「風險不大」、「利弊權衡」的五

個論點。

三、科學參與

公眾對科學的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架構在「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
之上，其中認為公眾相對於學有專精的科

學家科學知識是缺乏的(江淑琳、張瑜倩，

2016；Miller, 2001)，這種缺陷差異會使兩

方在理解科學方面產生差異，要經由教育與

科普訊息傳遞等方式，使一般大眾能夠理

解，此亦稱為「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äliverronen, 1993)。相較於有科學

素養的人，社會中確實存在對科學理解較無

意願的公眾，他們的科學素養略顯不足，對

於自我蒐集科學知識較無能力。因此，若能

將科學知識從上而下的科學傳播方式來普

及，使其能被科學知識說服，以接受某項已

經被科學專家認為有益的科學知識或科技發

展(Jones,	 2014)。大部分的人對科學瞭解可

能源自於終生的「科學參與」，發生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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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點、情境及理由中，可能是閱聽科學資

訊或是參觀科學場所，參與者在過程中得以

滿足其好奇心、興趣或娛樂目的(蔡俊彥、

黃臺珠，2015；Falk & Needham, 2013; Falk, 
Storksdieck,	&	Dierking,	2007;	Lin,	Lawrenz,	
Lin, & Hong, 2013)。考量欲發展出科學參與

的動機，需要足夠的知識背景與參與自然

活動的經驗(Grabau	&	Ma,	2017;	Hampden-
Thompson	&	Bennett,	2013)。

其他研究指出，在接受國民教育期間，

科學學習興趣越低落，越容易在成年期降低

學習科學的愉悅感，進而影響其參與科學相

關活動的動力(Lin	et	al.,	2013)。21世紀科技迅

速發展的今天，生活中經常面臨各種不同的

挑戰，如：疾病、天然及人為的環境災害汙

染、水及食物等資源的匱乏，以及氣候變遷

等。生活上的許多社會性科學議題如空氣汙

染、核能發電、環境生態等永續發展皆與科

學及科技息息相關。如何促進民眾科學參與

和科學知識的獲得越易受到重視，研究也指

出，大眾對於科學參與，非制式學習的博物

館也被認為是能夠回應各種與多樣性、正當

性與社會正義等相關議題之機構(Nightingale 
& Sandell, 2012)。當學習受到非制式教育

(informal education)之影響，會建立在學生非

制式教育經驗的獲得，對於其在就學期間對

科學興趣的養成、確立未來從事科學研究之

志趣，具有關鍵性影響(Stocklmayer,	Rennie,	
& Gilbert, 2010)，非制式教育不同於學校制

式學習，其不強調制式教科書知識的獲得，

而是讓參與者能自由選擇，因此，若能在求

學階段，讓學生接觸非制式的科學學習經

驗，例如：科學博物館能提供教師多層次的

教學資源，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培養有

所助益。此外，自然博物館、生物博物館等

均能提供學生學習階段的自然活動參與，對

於未來的科學參與，均有實際上的幫助。成

人期的科學學習可能來自其對科學的參與，

這包括接受到的科學信息或參訪科學相關的

場所，以滿足自我的好奇心、興趣或娛樂

需求，但較少建立起知識(Falk & Needham, 
2013;	Fenichel	&	Schweingruber,	2010)。研究

指出民眾的科學能力與學習科學的愉悅感和

科學參與程度有相關，然而，從事科學工作

的成年人可能會對科學有更高興趣和更大享

受(Tsai,	Li,	&	Cheng,	2017)。

有鑑於此，科學博物館在提供知識與

促進科學參與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甚或

由單向傳播演變成雙向互動式傳播科學知識

與活動，擴大公眾對於科學的參與，是經

驗教育的重要推手(Brossard,	Lewenstein,	&	
Bonney,	2005)。所以，藉由提高大眾對於科

學活動的參與，增加其對各項風險危害的認

知與親身體驗，就顯得對空氣汙染的防制更

為重要。本研究主要以綜合其各面向，透過

對科學投入及接觸程度來加以探討。

四、PM2.5科學知識

以臺灣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生為對

象，進行全國性環境問題的研究，調查發現

各階段學生均認為全國的環境問題嚴重，而

且以空氣汙染為首(黃政傑，1988)。臺灣國小

高年級空氣汙染認知概念之主要來源次序為

「學校師長」、「電視、廣播節目或影片」

與「報章雜誌、課外書」。依背景不同之學

生在空氣汙染的認知概念表現上，性別並沒

有顯著性差異，但在不同年級、居住地區及

家長學歷方面則有顯著性的差異(謝連德、黃

淑玲，2009)。臺北市兩所大學之研究結果顯

示，學生PM2.5防制知識屬中上程度，具有正

向PM2.5防制態度及環境敏感度，而PM2.5防制

行為意圖偏高(鄭麗瑤、葉國樑、曾治乾、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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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貞、葉明祥，2016)。當大眾開始理解空氣

汙染帶來的衝擊及其負面影響，因而引發很

多環境議題的爭議，如：空氣汙染問題牽涉

的不僅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的衝突，更

涉及大眾健康的風險危害(周桂田、杜文苓、

王瑞庚、林怡均、王瑋彤，2016)。針對中國

在上海地區研究中指出性別、年齡和旅行經

驗皆與對於當前空氣汙染風險論點有關，且

教育程度、月收入、健康狀況和學習環境，

皆對空氣汙染相關的知識有重大影響。其研

究顯示女性、老年人和健康狀況不佳的人表

示對於空氣汙染風險較為更擔憂(Liu	 et	 al.,	
2016)。空氣汙染對於身處高汙染環境的人民

來說，是急需正視與面對的重要環境議題，

從認識空氣汙染、瞭解空氣汙染原因及來

源、空氣汙染對於人們健康的影響到空氣汙

染的防制，有關空氣汙染及PM2.5知識絕不能

忽視。

五、自然連結

「自然連結」的理論背景最早為Wilson 
(1984)的生物學假說(biophilia	hypothesis)，
主以預測人們的心理健康與所屬自然環境

有關，人類的生存與自然環境關係密不可

分，我們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連結性是指

個人在自我的認知表徵中包含自然的程度

(Schultz, 2002)。「自然連結」一詞，即「個

人在自我認知的表現中歸屬自然環境的程

度」(Dutcher,	Finley,	Luloff,	&	Johnson,	2007;	
Mayer	&	Frantz,	 2004;	 Schultz)。Perrin與
Benassi (2009)對自然環境的情感連結是與自

然環境的積極互動及相處時間相關，如果要

有效解決環境問題，人們需要感覺到自己為

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感覺到與它的親屬感，

將自己視為屬於自然世界，並將其福利視為

與自然世界的福利相連結(Fehr & Fischbacher, 
2003; Perrin & Benassi)。

研究發現生活在自然環境附近的人們比

其他人更健康，長期的間接影響為家庭滿足

度和工作、生活水平的提升(Kaplan & Kaplan, 
1989)。自然環境在人類健康和福祉中發揮

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透過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為人類提供接觸自然環境的機會，研究表明

與自然接觸可以預防心理疾病並提供一個有

效的防制策略，自然環境和公園不僅保護生

命和生物多樣性的基本系統，而且還促進人

類健康和為城市居民創造幸福提供了基礎

(Maller,	Townsend,	Pryor,	Brown,	&	St	Leger,	
2006)。高度的自然相關性或與自然強烈的

主觀連結，通常與有更大的幸福感和環境

關係相關。如果未有「自然連結」，可能對

人類健康和環境都有不利影響，但現代人的

生活方式往往將身體和心理與自然界分開來

(Nisbet & Zelenski, 2013)，如果人們不重視自

然或關心環境，那麼他們就不可能保護自然

(Howard,	1997)。

環境問題與人們將自身視為自然的一部

分直接相關，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連結越多，

他們越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並關心所有的

生物(Schultz, 2002)。與自然環境的分離可

能會導致心理健康狀況惡化及環境破壞行為

(Kellert, 1997)。透過更好的理解和發展，來

恢復與自然界關係的方法，我們才能夠培養

更大的生態關注和永續發展行為，以促進心

理健康(Howard,	1997;	Schultz)。

六、幸福感

關於「幸福」一詞，在傳統文學古籍中

就已出現，主要是在描述「祈望得福」，獲

致心靈滿足。對於西方，「幸福」則是一個

複雜的概念，論述主要在生命意義的滿足、

個人享樂、個人與群體生活的滿足，具有多

層次不同的意涵。幸福感多屬宗教與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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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層次，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脈絡中，可以

發現當國家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準，生活

中的人民會重新思考與定義當時自身的生活

滿意程度。本文所界定的幸福感，主要是探

討空氣品質良莠之自身環境經驗中，抽樣大

學生對心理中所產生的幸福感，而非「什麼

是幸福」的幸福觀討論。西方關於幸福感研

究主要始於1950年代後期，時值二戰結束建

設復原階段，人們開始追求對於生活上的心

理滿足。Ryan與Deci (2001)將幸福感分為兩

種較廣泛的分類，一為享樂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其源自於自身的愉快經歷，此

即為本研究所探究之曾經良好之親環境自

然連結行為對幸福感的影響。另一為心理

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其源自於超

越自我滿足，而努力達到或超越生命中有意

義和更高層次的目的。大學生對於空氣品質

好壞的環境經驗，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

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屬於生理

需求與安全需求兩個基本需求層面，若不獲

得滿足，將難以滿足其高層次需求(Maslow,	
1943)。

七、探討變因之間的關連性

PM2.5科學知識、科學參與、自然連結、

幸福感、空氣汙染防制政策與Kolstø (2006)風
險論點中的五項連結(如圖1)。變因與論點分

述如下。

(一) PM2.5科學知識和風險覺知論點之關連
性(H1)
疾病知識和對環境的覺知是決定人

們如何應對和採取預防行為的決定性因素

(Karasneh	et	al.,	2021)，暴露於環境PM2.5對公

眾健康的影響一直是空氣汙染風險分析的重

點(Smith	&	Gans,	2015)。而公眾對PM2.5科學

知識瞭解的程度也是影響公眾如何選擇規避

風險的關鍵。所以，規劃有效的風險覺知時

必須考慮到如何讓公眾具有判斷PM2.5危害的

科學知識，進而有效的規避危害風險。

(二) 科學參與和風險覺知論點之相關研究
(H2)
公眾對於科學參與和科學知識傳遞緊

密相關，但是科學知識的傳遞又存在科學專

家與公眾間對於科學知識認知的差異問題。

當環境風險事件發生時，政策機關往往會

經由專家機構對科學的解釋，說服公眾相

信其為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此將加劇了

公眾疏離問題(Wynne,	2006)。因此，如何建

PM2.5科學知識

科學參與

空氣汙染防制政
策支持度

自然連結

幸福感

風險覺知論點

1.	相對風險 
2.	預防優先 
3.	無法做決策 
4.	風險不大 
5.	利弊權衡

圖1：細懸浮微粒(Fine	Particulate	Matter	≤	2.5	μm, PM2.5)科學知識、科學參與、自然連結、幸福感、空氣汙染防

制政策與風險覺知論點之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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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眾對風險有科學性的判斷覺知，讓公眾

從「公眾科學理解」轉化成「公眾科學和科

技參與」(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就更顯重要。

(三) 自然連結和風險覺知論點之相關研究
(H3)
重要的生活經驗是研究環境教育的一個

領域。Tanner	 (1980)曾研究45位環保主義者

的成長歷程，在成長時期與自然互動的經歷

會影響其以後對生活環境保護的支持(Chawla,	
1988,	1999,	2001;	Corcoran,	1999;	Tanner)。因

此，經常接觸大自然環境的民眾，因經常接

觸大自然的好空氣，也容易辨別出空氣汙染

狀況及潛在的風險，而有較積極的態度願意

採取防制行為。

(四) 幸福感和風險覺知論點之相關研究
(H4)
若曾經有良好的親自然行為體驗，即

可獲得這些需求層次的滿足。其次，主觀幸

福感，是對自身生活感到滿意的程度，是一

個需要經過自身對於生活事件情緒認知的評

價與事後的理解，通常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

程度的幸福感(Diener, Gohm, Suh, & Oishi, 
2000)。抽樣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即從其自覺

生活中的滿意程度作為評量的規準。所以，

既然是自己才能評估其幸福感，在本研究中

就發現大學生的「幸福感」與「風險不大」

之風險論點有正向的關連，如果覺得生活

「幸福感」高的大學生，與其談論空氣汙染

的危害及風險，容易選擇「風險不大」的風

險論點，這點和Sheldon與Lyubomirsky	(2006)
所提出了永續的快樂(sustainable happiness)
觀點相近，認為生活環境會影響快樂。這一

類大學生的生活環境中，或許有著大小不一

的環境風險發生，當生活中經常出現環境風

險問題，會使其認為這是一種常態，並不需

要自己多花心力去擔心，所以其幸福感與滿

意度就同步下降，變得容易接受低度幸福感

為滿足。但是，若能夠透過更具深度的理解

和發展，來恢復個人與自然關係的方法，才

能培養更宏觀的生態關注和實踐永續發展行

為，進而促進心理層次的健康(Howard,	1997;	
Schultz, 2002)。由於幸福感為多層次的主觀

感受，本次研究單純用幸福感一詞來評鑑大

學生對於風險覺知之關連，或許也可建議而

後的研究者將幸福感改成空氣品質感受度，

會有較好的因果關係。

(五) 風險覺知論點和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
持度之關連性(H5)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

問題，空氣汙染、水汙染、過多的浪費、生

物多樣性的危機與氣候變遷等(Hardoy,	Mitlin,	
&	Satterthwaite,	2013;	Satterthwaite,	2003)，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並提供公眾宜居的生活環

境，政府就扮演環境政策制定的重要角色。

但是，政策的制定遠比政策的實施更為重要

(Hill & Hupe, 2014)，如何獲得公民對政策

的支持，攸關政策的實施成敗。政策支持度

是指個人通過自己的態度或行為來適應政策

的程度(Wan, Shen, & Choi, 2017)。當公民願

意支持政策，就代表公民願意遵循與配合政

策的內容規範。從風險覺知的觀點看來，

透過教育能夠提高個人的環境意識(Daniels, 
Krosnick,	Tichy,	&	Tompson,	2012)，意味著透

過教育所給予的科學知識，能夠增強民眾對

於環境風險的判斷，進而對防制的政策進行

支持。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樣本取自臺灣南部一

所綜合性的國立大學。透過便利性抽樣進行

施測的樣本來自於六個學院的21個系所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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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21個班級，最後的有效樣本數共820位。

在建構模式之前，本研究首先以試題反應理

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進行試題分析。

接著透過基於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並考慮了

測量誤差的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進行模式的建構。本研究的研究

工具為作者所開發的問卷(附錄)，主要參考

資料來源包括「PM2.5科學知識」(謝百淇、

曾靜雯、陳繼成、吳景達，2018)、「科學參

與」(蔡俊彥、黃臺珠，2015)、「自然連結」

(Nisbet & Zelenski, 2013)、「幸福感」(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空氣汙

染防制政策支持度」(環保署，2016)，以及

由Kolstø (2006)的深度訪談總結得出空氣汙染

風險感知的五個論點：「相對風險」、「預

防優先」、「無法做決策」、「風險不大」

及「利弊權衡」。問卷有正向題與反向題，

正反向混合題能增加受試者的投入，減少習

慣反應與無效作答樣本的檢查。在本研究

中，研究者基於多向度的評等量尺模式(rating 
scale model) (Andrich, 1978)進行試題分析，

結果顯示五個論點的IRT信度介於.75	~	 .84之
間。對於PM2.5科學知識，通過五位專家評審

和預測試過程，基於Rasch (1960)模式進行分

析，其IRT信度為.74。對於其他社會心理測

度，IRT的信度範圍為.77	~	 .89。此外，所有

項目難度都位於正負3範圍內，這表明這些難

度是合理的。每道試題內容的詳細內容如附

錄。本研究量表未包含大學生對空氣汙染防

制政策的瞭解度與大學生對空氣汙染政策的

認識判斷。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中各變項初步之描述性統計，結

果如表1所示。每個變項均針對820位受試者

進行施測。其中「風險論點」問卷、「幸福

感」與「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非常

不支持／不支持／支持／非常支持)均4點計

分，「PM2.5科學知識」為二元計分，「科

學參與」與則為5點計分。所有變項的偏態

均在正負1之間，峰度也落於7以下，顯示變

項均符合常態。五個風險論點的平均介於

0.91	~	2.16分之間，「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

度」、「PM2.5科學知識」、「科學參與」、

「自然連結」與「幸福感」則分別為3.17、
0.55、1.82、2.08與1.65分。

表1：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變項名稱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最小值 最大值

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 820 3.17 0.42 -0.16 2.37 1 4
PM2.5科學知識 820 0.55 0.24 -0.73 0.18 0 1
科學參與 820 1.82 0.72 -0.03 0.15 0 4
自然連結 820 2.08 0.46 -0.71 3.36 0 3
幸福感 820 1.65 0.48 -0.33 0.71 0 3
風險論點

相對風險 820 1.09 0.18 0.53 0.55 0 3
預防優先 820 1.97 -0.58 0.61 1.06 0 3
無法做決策 820 1.82 -0.31 0.57 0.97 0 3
風險不大 820 0.91 0.47 0.69 -0.16 0 3
利弊權衡 820 2.16 -0.98 0.62 2.48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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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模式

在確認理論模型之前，應先通過確定觀

測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來測試測量模

型。對於所有潛在變項，所有因素負荷量均

達到.05顯著水平，亦即潛在變項均由相應試

題所測量。本研究使用類似於古典測試理論

中的內部一致性信度(Fornell & Larcker, 1981)
的建構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確保這些

潛在變項的信度。10個潛在變量的範圍從.70	
~	 .93，提供了高信度的證據(高於Fornell & 
Larcker的標準)。除了CR外，亦透過平均變

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檢驗聚斂效度。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與Tatham	(2006)建議AVE需要大於.25，這意

味著載荷大於 .50。在這項研究中，AVE的
範圍從.24	~	 .78，並且10個AVE中有九個大

於 .25，這提供了聚斂效度的證據。AVE結
果的詳細信息將在「理論模型的評估」部分

中描述。各空氣汙染論點之間的相關性從空

氣汙染論點之間的相關性從-.13	~	 .72，並且

15個相關係數中有七個為顯著。相關最高的

論點是「相對風險」和「風險不大」(.72)。
「預防優先」和「無法做決策」論點之間的

相關性是.61。「相對風險」和「預防優先」

論點的相關最低(.03)。對於其他預測變項，

相關係數的範圍是-.03	~	 .37，並且六個係數

中的四個係數為顯著。總而言之，測量模型

顯示出良好的區辨效度，潛變項之間的相關

係數低於.85	(Fornell	&	Larcker)。

三、理論模型的評估

本研究對初始模型，內部模型和整體模

型適配進行了三階段分析，用以評估理論模

型。結果總結在表2中。在初始模型適配度的

評估中，本研究透過評估變項的殘差和因素

負荷量來檢驗觀察變量的合理性。如表2所

示，所有殘差均不為負值，且範圍在.12	~	.96
之間，並達到了顯著的.05統計水準。此外，

大多數因素負荷(.92)都超過.50的標準(Hair et 
al.,	 2006)，並達到了顯著的統計水平。因此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型滿足了基本的適配

標準。

在內部模型適配度評估中，對模型

內的估計參數及每個指標和潛在變項的信

度進行評估。首先，空氣汙染五項論點的

CR為.71	 ~	 .92。所有潛在變項均符合.60的
標準(Hair	 et	 al.,	 2006)。另外，空氣汙染的

五個論點的AVE均在 .47	 ~	 .78的範圍內，

且均符合大於.25的標準(Hair	 et	 al.)。在其

他變項上，「PM2.5科學知識」、「科學參

與」、「自然連結」和「幸福感」的CR分別

為.73、.84、.84和.79，均符合指標。此外，

四個潛在變量的AVE分別為 .24、 .47、 .48
和.43。只有「PM2.5科學知識」的AVE略低

於.25標準。最後，「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

度」的CR和AVE分別為.93和.45。

在整體模型適配度上，本研究進行理論

模型的適用性和所收集數據的外部品質進行

評估。如表1所示，χ2值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

水平(χ2	=	5,461.13,	df = 1,611, p	<	.001)，這表

示數據與理論模型存在顯著差異。然考量χ2

對樣本量非常敏感，因此在此階段使用不同

的指標。首先，Jöreskog	(1973)提出了χ2值與

自由度的比率，該比率通過自由度調整χ2值

並降低了樣本量的影響。根據Schumacker與
Lomax (2004)，如果該比率應小於5，則模型

的適配度屬於可接受的範圍。此外，比較性

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和非規

範配適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這兩個指標亦均較不受樣本量的影響。Hu與
Bentler (1999)建議兩個指標均應大於.95。第

三，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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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pproximation, RMSEA)為最重要的指標之

一。RMSEA對於模型的複雜性和樣本的大

小具有很大的強韌性。Hu與Bentler提出，當

RMSEA小於.06時，模式的適配度可接受。最

後，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tandardized Root 
Means Square Residual, SRMR)是唯一未根

據χ2值計算的指標，因此其指標亦較不受模

型複雜性和樣本大小的影響。Hu與Bentler
建議，如果模型適配度可接受，SRMR應小

於.08。在本研究的第三階段中，CFI和NNFI
符合合適的標準。但是，其他指標表明總

體模型適配度是可以接受的。根據過去研究

指出，RMSEA比其他指數更加重要(Browne	
&	Arminger,	1995;	Browne	&	Cudeck,	1992;	

Marsh	&	Balla,	1994;	Steiger,	1990;	Sugawara	
& MacCallum, 1993)，因此在本研究中，整體

模型適配度是可以接受的。

四、結構模式

圖2顯示了結構模型，並且路徑係數說

明了潛在變項的影響。在模式中並未顯示人

口變項(性別與學院等)所造成影響，主要是

因為研究者透過了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調查其

對於「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的差異性

分析，結果顯示兩個變項的主要效果與交互

作用均未達顯著水準(p	>	.05)，效果量亦為小

(<	 .02)。由於篇幅的限制，圖中亦未呈現上

述段落中的測量模式，僅呈現顯著的係數。

表2：評估理論模式的三階段結果摘要表

項目 結果 是否通過

第一階段：初始模型適配度的評估

殘差的變異數是否均大於0？ 殘差的變異數介於.12	~	.96之間 是

殘差變異數是否達到顯著水準？ 所有殘差的變異數均達到.05的顯著水準 是

是否所有因素負荷量均介於.50	~	.95之間？ 在59道題目中有8% (9題)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未

超過.50
否

第二階段：內部模型適配度的評估

是否所有潛在變項的CR均大於.60？ CR最低的「相對風險」論點之數值亦達到.71
是否所有潛在變項的AVE均大於.25？ 對於「PM2.5的科學知識」之AVE為.24，其他均

大於.25
是否所有測量模式內的參數估計值均達到顯著

水準？

所有測量模式內的參數均達顯著

是否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均小於1.96？ 最大的標準化殘差絕對值為.99
第三階段：整體模型適配度的評估

χ2值是否未達顯著水準？ χ2	=	5,461.13 否

χ2值與自由度的比是否小於5？ χ2與自由度的比	=	3.39 是

CFI是否大於.90？ CFI	=	.83 否

NNFI是否大於.90？ NNFI	=	.82 否

RMSEA是否小於.10？ RMSEA	=	.05 是

SRMR是否小於.08？ SRMR	=	.06 是

註：CR：建構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AVE：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CFI：比較性配

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NNFI：非規範配適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RMSEA：近似誤差均方

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SRMR：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tandardized Root Means Square 
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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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策的支持，只有「預防優先」論點具

有正面影響(β	=	.43,	 t	=	6.16,	p	<	.001)。對於

不同論點的結果，首先「PM2.5科學知識」會

對「相對風險」論點(β	=	 -.39,	 t	=	 -9.64,	p < 
.001)和「風險不大」論點(β	=	-.37,	 t	=	-10.29,	
p	<	 .001)產生負面影響。但是，「PM2.5科學

知識」對「預防優先」論點(β	=	 .14,	 t	=	3.24,	
p	=	.001)和「利弊權衡」論點(β	=	.17,	t	=	4.18,	
p	<	.001)有正向影響。其次，「自然連結」對

「相對風險」論點(β	=	-.24, t	=	-5.24,	p	<	.001)
和「風險不大」論點(β	=	 -.27,	 t	=	 -6.59,	p < 
.001)產生負面影響。「自然連結」也對「預

防優先」論點(β	=	 .35,	 t	=	7.99,	p	<	 .001)和
「利弊權衡」論點(β	=	.22,	 t	=	5.32,	p	<	.001)
產生正面影響。最後，「幸福感」對「風險

不大」論點有正面影響(β	=	 .12, t	=	3.00,	p = 
.003)，「科學參與」與五大風險論點並沒

有顯著的關連性。「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

度」對風險論點中的「預防優先」有正面影

響(β	=	.43, t	=	6.16,	p <	.001)。

伍、討論

本研究在探討大學生之「空氣汙染防制

政策支持度」與「PM2.5科學知識」、「科學

參與」、「自然連結」、「幸福感」與五項

「風險論點」的關連性。經由量化研究方法

建立兩者之間的結構模式，本章將針對各項

研究結果之關連分項進行討論。

一、 PM2.5科學知識、自然連結與風
險論點之關連性

依據Kolstø (2006)「預防優先」論點在

權衡風險與各種效益時，使用預防性的原

則，並且最優先考慮各種傷害的風險。本研

究結果可以發現，研究對象之大學生對於

「PM2.5科學知識」與「自然連結」皆與風險

論點中「預防優先」論點有顯著的關連，此

發現亦與過往的研究相符合(Kaiser & Fuhrer, 
2003; Schahn & Holzer, 1990)。同時也發現

「PM2.5科學知識」、「自然連結」與「預防

PM2.5科
學知識

科學參與

相對風險

預防優先

無法
做決策

風險不大

利弊權衡

空氣汙染防制政
策支持度自然連結

幸福感

圖2：理論模型

註：*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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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利弊權衡」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此外，研究對象對於「空氣汙染防制政策

支持度」與風險論點中「預防優先」論點亦

有顯著的正相關，可以合理推論他們對政策

的敏感度會與其自我評斷的避險預防成功性

之多寡有正向關連，若評估達到預防風險越

高，也將更支持預防與避險的政策。

「PM2.5科學知識」、「自然連結」與

「相對風險」、「風險不大」二項論點均呈

負相關，可能的原因為「PM2.5科學知識」

與「自然連結」較高的大學生較不會關注於

造成傷害的相對強度與發生風險的相對可能

性，他們較傾向生活中充滿風險且會擔心其

風險，以預防性的原則並且最優先考慮各種

傷害的風險，且採納更廣泛的知識，以及利

用各種替代方案逐一列出，並在做決定前分

析所有權衡與利弊。然而在空氣汙染議題中

亦可發現風險論點較傾向「預防優先」論

點，其普遍對於「空氣汙染政策支持度」也

較高(Kollmuss	&	Agyeman,	2002)。

二、科學參與和風險論點之關連性

本研究藉由問卷題目，欲瞭解大學生對

於「科學參與」與風險論點的關連，問卷中

提問包含「科學參與」的主動行為，例如：

獲取知識透過閱讀、媒體、參訪科學博物館

等相關活動。研究結果發現「科學參與」

和任何一項的風險論點均無關連，但卻與

「PM2.5科學知識」、「自然連結」等二項

因素有正相關。考量欲發展出科學參與的動

機，需要足夠的知識背景與參與自然活動的

經驗(Grabau	&	Ma,	2017;	Hampden-Thompson	
& Bennett, 2013)，因此這可能是造成上述關

連性的原因。同時也呼應前文獻所述，科學

學習興趣差，越容易在成年期使得學習科學

的愉悅感降低，進而影響參與科學相關活動

的動力(Lin	et	al.,	2013)。因此，學習階段提

升科學學習興趣，有助於未來的科學活動參

與。非制式教育與學校制式學習不同，除了

不強調制式知識的獲得由學制內取得，而是

讓學生有自由選擇權利。因此，若能在求學

階段，讓學生接觸非制式的科學學習經驗，

例如：科學博物館，能提供教師多層次的教

學資源，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培養有所

助益。

三、幸福感與風險論點之關連性

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即從其自覺生活

中的滿意程度作為評量的規準。所以，既然

是自己才能評估其幸福感，在本研究中就發

現大學生的「幸福感」與「風險不大」之風

險論點有正向的關連，如果覺得生活「幸福

感」高的大學生，其談論空氣汙染的危害及

風險，容易選擇「風險不大」的風險論點，

呼應文獻中Sheldon與Lyubomirsky	(2006)所提

出了永續的快樂觀點，認為生活環境會影響

快樂。大學生從生活環境的大小不一的環境

風險中，將經常出現環境風險問題，認為這

是一種常態，並不需要多去擔心，所以幸福

感與滿意度就會下降，使低度幸福感達到滿

足。此外，恢復個人與自然關係，培養出更

宏觀的生態關注和實踐永續發展行為，促進

心理層次的健康(Howard,	1997;	Schultz,	2002)
也能對增進幸福感有幫助。研究發現「幸福

感」也與「自然連結」有關連，驗證越接近

自然，越能增加自我的「幸福感」。

四、無法做決策

決策過程模式(Janis	&	Mann,	1977)提出

決策的前置因子有三項：(一)不去做任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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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會產生風險的危機意識；(二)期待找到

更好的方案；(三)相信有足夠的時間去學習

及評估，進而做出最好的一項選擇(Heredia, 
Arocena, & Gárate, 2004)。而本研究結果發

現，「無法做決策」之風險論點皆與本研究

所有變項無關連，由上述理論可推測，大學

生雖有風險論點，對於下決策前更希望能有

更好的政策支持，並有足夠時間去內化所學

的知識，從而再做決策。因此，政府應更明

確的以「預防優先」論點為主要導向的政

策，較可能讓公民對於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有

更良好的支持度。

五、 風險論點與空氣汙染防制政策
支持度之關連性

空氣汙染防制政策可以發現與「預防

優先」論點有正向關連，而「預防優先」同

時與「PM2.5科學知識」、「自然連結」有

正向關連，因此，可以推論若要大學生對於

空氣汙染政策防制政策產生支持性，則給予

正確防制知識與自然體驗相關戶外課程，就

能支撐其對於空氣汙染防制政策的認同。此

點呼應文獻中，政策應該在政治上可被接受

(Goulder	&	Parry,	2008)，而這些未來公民的

大學生，若能在公民形塑的階段給予「PM2.5

科學知識」與提升「自然連結」的自然體驗

課程或活動，可預期能影響未來公民權行使

時，做出正確的政策支持選擇。在問卷題目

中針對SDGs永續議題所關心的能源、工業、

運輸、健康、環境與低碳永續城市等政策問

題進行提問，並呈現政府限制與鼓勵的政策

制訂內容，以其調查大學生對目前政府空氣

汙染政策的支持程度。本研究對於大學生的

風險論點貢獻甚鉅，大學生與青少年均為社

會中未來的準公民，在未來能透過公民權的

行使影響與決定政府政策方向。因此，從風

險論點中不難發現，若在高等教育階段進行

正確空氣汙染議題教育倡議，將會有助於培

育未來世界公民對空氣汙染政策或環境相關

政策的支持度，影響可謂之深遠與重要。

陸、建議

本研究對於未來研究發展的建議，分為

兩個面向，一為教學實務，另為學術研究。

一、教學實務

本研究僅對大學生空氣汙染風險論點

進行探究，在實務經驗中可發現，大學生普

遍對於生活中所存在的影響健康風險是有關

心的。但是，往往卻會以自我內心的價值觀

進行評價而做出符合自我心中標準的避險選

擇。研究中可發現大學生對於自然環境是有

連結性，並能肯定風險，因此建議在相關的

議題課程中，能對高中階段之青少年、大學

生提供自然體驗相關戶外課程，根據研究的

結果，進行課程規劃，強化學生除了瞭解空

氣汙染問題的風險，也能全面的進行有深度

與廣度的學習。

時值今日，隨著科技與科學的發展，不

斷改變大學生的學習方式與學習歷程，產生

複雜的社會性科學議題衝擊。空氣汙染議題

與社會發展高度相關，當日常生活經驗與社

會因素交錯時，教育就更能彰顯其重要。由

研究中我們也發現，提供學生空氣汙染相關

知識，能對風險預防產生正面影響。因此，

若能藉由科學觀鼓勵學生對於社會議題進行

科學化的實徵探究，將會使未來公民的大學

生採用更積極和實用的方式解決生活衝突。

社會科學可以藉由小組議題討論，讓學生進

行學習、思考與表達。根據本研究結果能幫

助教師在課堂上引入社會性科學議題，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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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觀點於課堂上解決涉及價值判斷、公民責

任和政策考慮因素等複雜、有爭議和未來不

確定(uncertain future)的問題。

二、學術研究

此外，後續研究上也提出以下三點建

議：(一)擴大調查對象層面。大學生為國民

教育的延續，但是，對於我國中、小學生空

氣汙染風險論點，尚未有足夠篇幅進行與本

研究相同驗證成果的研究，期待後續研究者

能進行其研究。(二)增加風險論點的探究項

目。本研究僅根據相關文獻內容，進行五項

風險論點討論，針對空氣汙染研究，建議後

續研究者可再依據新的文獻資料增列其他構

面，更深化理解風險規避的轉化機制與決策

內涵。(三)而後再進行的相關研究是會將學生

對於空氣汙染防制政策的瞭解程度作為中介

變項，探討三者之間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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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試題

一、空氣汙染防制政策支持度

1.	加強電力設施管制(如：加嚴電力業排放標準)。

2.	鍋爐管制(如：推動能資源整合，減少鍋爐使用)。

3.	改善汽、機車汙染排放(如：劃設空氣品質淨區禁止或限制使用、推動企業採用環保車隊)。

4.	淘汰二行程機車(如：以逐年遞減補助金額方式鼓勵加速淘汰)。

5.	農業廢棄物燃排煙管制(如：二期稻作露天燃燒面積減少90%)。

6.	餐飲油煙管制(如：增設防制設備7,000家)。

7.	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如：空氣汙染防制設施符合率達90%)。

8.	改變風俗習慣(如：紙錢集中焚燒數量達22,000公噸)。

9.	推動港區汙染減量(如：運輸管制)。

10.	提升公共運輸使用人次。

11.	提升軌道貨運運能。

12.	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

13.	引進高端科技監測設備(如：美國NASA移動空品監測站)。

14.	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15.	燃料與電價上漲。

16.	限電。

二、PM2.5科學知識

1.	PM2.5是空氣中直徑小於2.5奈米的細懸浮微粒。

2.	在家庭的真實環境中，市售空氣清淨機開機一小時候大約能去除約70% ~ 80%的PM2.5。

3.	南投與嘉義等較純樸的鄉鎮不需擔心PM2.5超標。

4.	PM2.5是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

5.	PM2.5會隨著地心引力而飄落，不會在空氣中飄太久。

6.	原生性的PM2.5是由鍋爐或車輛所排放。

7.	建物塗料或生活汙水等化學物質經過化學反應後會產生衍生性PM2.5。

8.	PM2.5會吸附空氣中的有毒物質，進而對人造成傷害。

9.	PM2.5會傷害人體的呼吸系統、大腦及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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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指數(Air	Quality	Index,	AQI)的最高等級，PM2.5的濃度在每立方公尺

301微克以上。

三、科學參與

1.	閱讀書報雜誌與科學科技有關的文章(不包括學校或工作上的閱讀)。

2.	使用網路來搜尋或是瞭解科學科技有關的主題。

3.	觀賞或聆聽與科學科技有關的電視、網路影音、DVD或廣播。

4.	參觀科學相關之博物館或展覽。

5.	參加科學科技相關的社團活動(如：天文社、航空航天社等)。

6.	與家人朋友討論科學科技。

四、自然連結

1.	我休閒時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遠離塵囂的自然環境。

2.	我經常會思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3.	我心靈的一部分，與自然環境連結。

4.	我隨時都會注意周遭的自然環境。

5.	我認為與大自然的關係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6.	我覺得自己與地球及所有其他生物息息相關。

五、幸福感

1.	我的生活各方面都很理想。

2.	我的生活條件很好。

3.	我很滿意目前的生活。

4.	到目前為止，我想要的東西都有了。

5.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沒有什麼想改變的。

六、風險論點

(一)預防優先
1.	即使PM2.5可能只會造成一點危害，我們也應該設法減少它的傷害。

2.	我們應該支持任何可以降低PM2.5造成危害的措施。

3.	某些措施能降低PM2.5的危害，即使成效不高或成本昂貴，我們也都應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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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法做決策
4.	我無法得知工廠排放的汙染物質含有多少PM2.5。

5.	環保單位與民間監測網提供的數據不同，我不知該相信誰的監測結果。

6.	我無法得知戴口罩預防PM2.5的功效。

7.	科學家對於分辨PM2.5的來源還沒有達到共識，使我不知如何協助改善PM2.5。

(三)風險不大
8.	我們的生活中隨時充滿危險，所以PM2.5的議題並不需要太擔心。

9.	PM2.5並沒有那麼危險，畢竟不是排放廢氣的人故意要造成那些傷害。

10.	我並不相信PM2.5真的那麼危險，宣稱PM2.5會致命的說詞有點言過其實了。

(四)利弊權衡
11.	我需要瞭解PM2.5除了造成人體傷害之外還有什麼影響。

12.	我支持PM2.5的防制，但我需要知道總共有哪些解決方案。

13.	我支持PM2.5的防制，但我需要先瞭解各種防制案可能帶來的後果與影響。

(五)相對風險
14.	只有很少的病例是因為PM2.5所造成的，PM2.5致病的機率其實非常低。

15.	我認為工廠與汽機車製造商是可以信任的，它們排放的PM2.5濃度很低。

16.	相較之下，二手菸、塵螨、揮發性有機物、室內的有毒氣體等都比PM2.5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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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 pollu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hazard to people’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University 

students, as future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determine the government’s 
future policies.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university students’ position on the risks of air 
pollution risk (relative risk, precautionary risk, uncertainty, small risk, and pros and cons) in 
relation to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 2.5 μm (PM2.5) scientific knowledge, scientific engagement,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support for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well-being. Surve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820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were analyzed 
using path analysis. Findings showed that students’ PM2.5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precautionary risk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mall risk 
and relative risk. When the students have mor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take on a precautionary risk attitude toward air pollution. Students’ 
sense of well-being wa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ir view that air pollution presents a small 
risk. Students’ support for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precautionary risk, 
PM2.5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nected to nature. The study presen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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